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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税的再分配效应:

基于工薪收入分布的模拟

石子印*

摘要: 本文基于工薪收入分布密度函数，通过设置不同场景，模拟了单一税在我国的
再分配效应。结果显示，在税收收入中性的限定下，大部分场景中的单一税再分配效应轻
微低于累进税制，但在某些场景中，单一税再分配效应反而超过了累进税制。放弃税收收
入中性假设之后，模拟结果表明，无论在何种场景下，单一税总是能够实现累进税制的再
分配效应。这表明，在我国实施单一税不仅可以简化税制，而且能够实现累进税制下的再
分配效应，由此可能摆脱传统理论认为税收公平与效率两难选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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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逐渐扩大趋势，个人所得税被期待进一步改革以成为调节收入分

配的重要工具。但是，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的认识目前存在较大分歧。在诸多改革建议中，改超额累进

税率为比例税率、将个人所得税打造为单一税( the flat tax) 的设计因其绝对地挑战了税收传统而尤为引人注

目。
单一税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 Robert Hall) 与阿尔文·拉布什卡( Alvin Rabushika) 于 1981 年

提出的，该方案试图通过基本免税额加上比例税率的方式来改革繁琐的超额累进税率。他们认为无论是从

历史上和常识中的公平概念来看，还是根据由谁支付税款，单一税都是公平的。但是该建议在美国却未能实

施。牙买加于 1986 年以单一税率 33%取代了之前的累进税率，第一个实施了单一税( 目前税率为 25% ) ，但

是影响不大。直到 1994 年爱沙尼亚开始了单一税改革、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随后跟进、2001 年俄罗斯也实施

了单一税，个人所得税单一税的这种非传统设置才引起了各国的兴趣。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全球有

俄罗斯、乌克兰等 38 个国家实施了该制度，其中大部分分布在东欧区域①。
学者们对单一税简化税制及提高效率的优势通常能够形成一致意见，但对于单一税是否能够实现累进

税制的公平却存在异议。在单一税再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Ho 和 Stiroh ( 1998 ) 、Dunbar 和 Pogue
( 1998) 、Ventura( 1999) 的结论表明，美国的单一税将使得高收入家庭负担减轻，中等收入家庭负担增加。
Altig 等( 2001) 得到的结果是最低收入家庭将在单一税改革中受到损失。Fuest、Peichl 和 Schaefer( 2007) 对

德国实施单一税进行了模拟，得到的结论是在低免税额与低税率下，单一税再分配效应不如累进税制; 在高

免税额与高税率下，单一税再分配效应与累进税制相差无几。Paulus 和 Peichl( 2008) 对西欧国家实施单一

税进行了模拟，认为在大多数国家，单一税在取得效率的同时会失去公平，因此，单一税并不能摆脱税收公平

与效率的权衡。但是他们的模拟结果也表明存在一种例外: 在希腊、葡萄牙及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由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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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分配的较高不平等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较少，单一税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能够降低收入

不平等。
国内研究中，刘尚希和应亚珍( 2004) 、张青( 2009) 、冯兴元( 2011) 、李文( 2011) 、李稻葵( 2011 ) 都从不

同角度提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取向应该是单一税率。但是，相对于国外研究，目前我国对于单一税的

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推演层次，其再分配效应并未有任何实证角度的模拟，中国学者对单一税的研究现

状体现了如 Keen 等( 2006) 所言“对单一税的断言和言辞多于分析与证据”。本文将对单一税的再分配效应

及累进性做出模拟，试图弥补我国单一税改革证据不足的状况。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在税收收入中性限定下，计算出了两个场景中免税额及税率的参数数

值，设定了单一税的模拟场景; 第三部分分析工薪收入分布的密度函数，并且给出分布密度函数下的累进性

及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 第四部分为单一税再分配效应的模拟结果，包括各人群的纳税比例与税收累进性

变化、税制改革的赢者与输者、税前及税后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 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单一税模拟场景的设定

由于我国工资薪金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的绝大部分，并且该税也是按超额累进税率设置的，所以本文仅

研究工资薪金所得税改为单一税率时累进性及税后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同时，由于税制改革引发的个体行

为反应非常复杂，很难获得精确数据，因此，本文按照国外许多模拟的做法，并未将个体对单一税所引发的诸

如劳动、投资、储蓄、避税等反应考虑在内，这意味着我们的模拟研究仅仅局限于非行为性的静态范畴。
( 一) 两个模拟场景的设定

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可分为直接累进性( directly progressivity) 与间接累进性( indirectly progressivity) 。
前者是由累进税率所导致的累进性，后者则是免税额或其他税收优惠导致的累进性。即使在比例税制下，由

于免税额的存在，间接累进性也是存在的。在免税额较大时，这种间接累进性甚至会高于由累进税率导致的

直接累进性。我们对单一税下累进性及再分配效应的不同场景设定就是选择不同的免税额及比例税率来进

行。
假设在超额累进税率下工薪所得税总额为 T，免税额为 M。按照 Kakwani( 1977) 的理论，税收总额的变

化可能不会引起累进性的变化，但是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改变。所以，为排除这种干扰，我们保持税制改

革中税收总额的中性: 单一税与累进税两种税制下的税收总额 T 相等。在此前提下，本文将模拟两种场景: 第

一种场景是在单一税下，税收总额及免税额都与累进税制一致，为 T 与 M，这意味着此时的单一税将为低免

税额与低税率( LL 场景) 。在此场景下我们将依据 T 与 M 计算出单一税率的数值，并随即计算该场景下的税

收累进性及税后基尼系数。第二种场景是在单一税下，税收总额依然为 T，但免税额变为 M'，且有 M' ＞ M，这

意味着此时的单一税将为高免税额与高税率( HH 场景) 。在此场景下我们将依然依据 T 与 M' 计算单一税率

的数值，并得出该场景下的税收累进性及税后基尼系数。将这两种场景与原累进税制相比较，我们就能够对

比在获得同等规模的税收时，单一税与累进税两种税制下的累进性及再分配效应的差异，从而回答对于单一

税的疑问: 单一税在获得简化及效率的同时是否也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
( 二) 模拟场景参数的计算

模拟场景中两个关键参数是免税额及税率。LL场景与HH场景中免税额的设定较为简单: 前者与累进税

制保持一致，后者增加一个数量即可。随即问题的关键就转变为如何计算比例税率，使得在该税率下的税收

收入与原累进税制下税收收入相等。以下我们分为三步来得到该税率:

1．税前工薪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
在数据方面，我国目前并没有城镇居民工薪收入的官方微观数据，最详细的数据就是《中国统计年鉴》

中的细分行业职工工资。本文试图根据这些数据得到工薪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以此为基础分别计算税前收

入、税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以及衡量税收累进性的 K 指数。从目前研究文献看，由于居民收入存在多元化的

复杂性，因此，对居民收入的分布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对于工薪收入分布而言，结论比较一致。封建强

( 2000) 通过对模拟数据的分析，认为根据峰度及偏度检验基本可以认定我国职工工薪收入服从 Gamma 分

布。刘怡和聂海峰( 2005) 采用了广东省城镇住户的调查数据，并运用四种检验方法验证了工薪所得也服从

Gamma 分布。基于之前的研究结论，本文假定我国工薪收入服从 Gamma 分布。
由于 Gamma 分布的密度函数为 f( x; α，β) = βαxα－1e－βx /Γ( α) ，因此，要确定 Gamma 分布的密度函数，只

需确定形状参数 α 与尺度参数 β 即可。由于 Gamma 分布的均值 E( x) = α /β，方差 Var( x) = α /β2，所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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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工薪收入均值与方差就可以得到参数 α 与 β。
利用行业人均工资与职工人数，本文将计算出工薪收入均值 E( x) ，并同时可以得到行业间收入的方差

Var( x) 1。不过，我们无法直接得到行业内收入的方差 Var( x) 2。由于行业内收入方差并不比行业间收入方差

小，甚至还要大许多，所以，我们按照洪兴建( 2007) 的方法，假定组内方差为组间方差的一定倍数，从 0． 1 倍

到 5 倍①逐一计算。随后，就可以得到城镇居民工薪收入的方差 Var( x) = Var( x) 1 + Var( x) 2。根据 α =
E( x) 2 /Var( x) 与 β = E( x) /Var( x) ，就可以求出工薪收入的密度函数。

自 2009 年之后，《中国统计年鉴》不再显示按细行业分职工的平均工资，仅显示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的

行业工资数据。为了使得分析更加精确，本文的数据全部源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9) 》。尽管目前的个人所得

税制度已与 2008 年的税制有所差别，但是本文的结论对于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依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

义。
《中国统计年鉴( 2009) 》中共有细分行业 97 种，每种又分为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及其他单位三种类

型，这样应该得到 291 个平均工资数据。根据按登记注册类型和细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可以计算出

各细行业的职工总工资。去掉就业人员数数据不全的类型，本文共得到 92 个行业的 276 个数据。
按照上述方法，本文计算了组内方差是组间方差从0． 1倍到5倍的分布密度函数，并选取了1． 5倍及4倍

分别作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与较高两种情形来分析。结果显示，当组内方差是组间方差的 1． 5 倍时，α =
2． 475938，β = 0． 0010282350; 当组内方差是组间方差的 4 倍时，α = 1． 237969，β = 0． 0005141175。这样就得

到了工薪收入两种情形的分布密度函数 f( x) 。
2．税收分布密度函数
如果工薪收入分布密度函数为 f( x) ，经过推导，可以得到累进税制与比例税制下的税收收入分布密度

函数。
首先，在我国九级累进税制②下，税收收入分布密度函数将为:

T( x) =

f( x) x = 0
f［( x + 100 /0． 05］/0． 05 0 ＜ x≤ 25
f［( x + 225) /0． 1］/0． 1 25 ＜ x≤ 175
f［( x + 425) /0． 15］/0． 15 175 ＜ x≤ 625
f［( x + 775) /0． 2］/0． 2 625 ＜ x≤ 3625
f［( x + 1875) /0． 25］/0． 25 3625 ＜ x≤ 8625
f［( x + 3975) /0． 3］/0． 3 8625 ＜ x≤ 14625
f［( x + 7075) /0． 35］/0． 35 14625 ＜ x≤ 21625
f［( x + 11175) /0． 4］/0． 4 21625 ＜ x≤ 29625
f［( x + 16275) /0． 45］/0． 45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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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为税收收入。
其次，在比例税制下，如果免税额为 M、比例税率为 t，那么工薪所得税分布密度函数为:

T'( x) = f( x) x = 0
f［( x + Mt) / t］/ t x ＞{ 0

其中，x 为税收收入。
3．模拟参数的确定
由于我们限定了累进税制与比例税制下税收收入的规模不变，所以有( 1) 式成立:

∫
∞

0
xT( x) dx = ∫

∞

0
xT'( x) dx ( 1)

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满足( 1) 式的比例税率 t③，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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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当倍数大于 5 时，可以求得 α ＜ 1，这意味着分布密度函数单调下降，显然是与现实不符的，所以我们将倍数取到 5。
2008年我国工薪所得税是九级累进税制设计，免税额1 － 3月份是1 600元，之后为2 000元。为简便起见，本文全部按照

2 000元计算。同时，在计算过程中，仅仅考虑了免税额与税率，并未考虑诸如三险一金的扣除。这种处理不仅不会影响结论的
正确性，反而还会排除税收优惠对再分配效应的影响。

本文数据的计算全部在 Mathematica8． 0 上完成。



表 1 模拟场景的参数

A 情形( 收入差距较低)
α = 2． 475938，β = 0． 0010282350

B 情形( 收入差距较高)
α = 1． 237969，β = 0． 0005141175

免税额( M) ，税率( t) 免税额( M) ，税率( t)
LL场景 2000，9． 7783% ( LL1 ) 2000，11． 3339% ( LL2 )
HH场景 2500，13． 8227% ( HH1 ) 2500，14． 33535% ( HH2 )

三、税后收入分布密度函数与再分配效应计算方法

( 一) 税后收入分布密度函数

如果税前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为 f( x) ，按照累进税制与比例税制的设置，我们可以分别推出其税后收

入分布密度函数。
首先，九级超额累进税制下，税后收入分布密度函数为:

T( x) =

f( x) 0 ＜ x≤ 2000
f［( x － 100 /0． 95］/0． 95 0 ＜ x≤ 2475
f［( x － 225) /0． 9］/0． 9 2475 ＜ x≤ 3825
f［( x － 425) /0． 85］/0． 85 3825 ＜ x≤ 6375
f［( x － 775) /0． 8］/0． 8 6375 ＜ x≤ 18375
f［( x － 1875) /0． 75］/0． 75 18375 ＜ x≤ 33375
f［( x － 3975) /0． 7］/0． 7 33375 ＜ x≤ 47375
f［( x － 7075) /0． 65］/0． 65 47375 ＜ x≤ 60375
f［( x － 11175) /0． 6］/0． 6 60375 ＜ x≤ 72375
f［( x － 16275) /0． 55］/0． 55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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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为累进税制下的税后工薪收入。
其次，在比例税制下，如果免税额为 M、比例税率为 t，那么税后工薪收入分布密度函数为:

R'( x) = f( x) x≤ M
f［( x － Mt) / ( 1 － t) ］/ ( 1 － t){ x ＞ M

其中，x 为比例税制下的税后工薪收入。
( 二) 累进性、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的计算方法

计算税收累进性有不同方法，本文采用国际通用的 K 指数来计算税收累进性。K 指数是 Kakwani( 1977)

提出来用于测度税收累进性的指标，它等于税收集中度系数Ct 与税前收入基尼系数Gb 的差，即 K = Ct － Gb。
如果 F( x) 为人口分布累计比重，F1 ( x) 是税前收入洛伦兹曲线函数，F1 ( T( x) ) 表示税收集中度曲线函数，

则 K 指数可由( 2) 式得出:

K = Ct － Gb = 2 ∫
1

0
F1 ( x) dF( x) － 2 ∫

1

0
F1 ( T( x) ) dF( x) ( 2)

税收的再分配效应通常用税前收入基尼系数与税后收入基尼系数之差来表示。Kakwani 用 K 指数来衡

量税收的累进性，表明了他已将累进性从税收再分配效应中分离出来。所以，即使税收累进性相同，但平均税

率不同，税收再分配效应也将会有差别。比如，按照( 2) 式，税率组 5%、10%、15%、20%与税率组 10%、20%、
30%、40% 的税收累进性 K 将会相等，但是后者的税收再分配效应明显大于前者。税收累进性与税收再分配

效应的关系如( 3) 式所示:

Gb － Ga = K t
1 － t ( 3)

其中，Ga 为税后收入基尼系数，t 为平均税率。
收入的基尼系数与税收集中度系数有多种计算方法，并且视分组数据的离散分布或密度函数的连续分

布而不同。本文之前采用密度函数 f( x) 来描述工薪收入分布，在得到税前 ( 税后) 收入分布密度函数

f( x) ( 税收的分布密度函数为 φ( x) ) 之后，收入基尼系数及税收集中系数由( 4) 式计算得出:

G = 1 － 2
E( x) ∫

∞

0
( f( x) ∫

x

0
tf( t) dt) dx ( 4)

其中，G 为税前( 税后) 收入的基尼系数或税收集中度系数，E( x) 为税前( 税后) 收入或税收的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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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f( x) 为税前收入、税后收入或税收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
将上述式子进一步简化可得( 5) 式:

G = 2
E( x) ∫

∞

0
xF( x) f( x) dx － 1 ( 5)

其中，F( x) 为收入( 税收) 的分布函数。
税前收入 R 在( 0，+ ∞ ) 上是连续的，所以本文将采取( 5) 式计算税前收入的基尼系数。但是税后收入

函数与税收函数都是分段函数，因此本文采取( 4) 式计算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与税收集中度系数。
由于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敏感，所以本文还辅助采用了对低收入阶层敏感的泰尔指数指标，以对基尼系

数起到补充作用。计算税前收入与税后收入泰尔指数所利用的公式为:

G* = ∫
∞

0
ln［E( x) / x］f( x) dx ( 6)

其中，E( x) 为收入的均值，x 为收入，f( x) 为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

四、模拟结果

根据以上场景参数及计算方法，我们得到了单一税再分配效应的模拟结果，如图 1 和表 2 所示，从中可

以看出纳税人群的纳税比例、税收累进性、税制改革的赢者与输者、税后收入基尼系数及泰尔指数的变化情

况。①

( 1) A 情形: 收入差距较低 ( 2) B 情形: 收入差距较高

图 1 税后收入比重变化

表 2 单一税制的累进性及再分配效应模拟结果

收入段( 元)
收入差距较低的 A 情形下的纳税比重( % ) 收入差距较高的 B 情形下的纳税比重( % )

累进税制 LL1 HH1 累进税制 LL2 HH2

0 ～ 2 000 0 0 0 0 0 0
2 000 ～ 2 500 2． 12203 4． 14995 0 1． 00353 2． 27478 0
2 500 ～ 4 000 29． 4963 36． 8927 29． 3915 15． 16 21． 8652 15． 8188
4 000 ～ 7 000 54． 0073 48． 8516 57． 4835 43． 72 44． 8712 47． 7718
7 000 ～ 22 000 14． 3743 10． 1058 13． 1251 40． 02 30． 9339 36． 3416
22 000 ～ 42 000 0． 09 0． 0549367 0． 067904
税前收入基尼系数 0． 341014 0． 459456

税后收入基尼系数 0． 326835
0． 328607

( + 0． 5422% ) ①
0． 326163

( － 0． 2056% ) ②
0． 442219

0． 444579
( + 0． 5337% ) ①

0． 442289
( + 0． 0158% ) ②

累进性 0． 432293 0． 378242 0． 452753 0． 356912 0． 308037 0． 355459
税前收入泰尔指数 0． 215333 0． 455428

税后收入泰尔指数 0． 185549
0． 201875

( + 8． 7988% ) ③
0． 200047
( + 7． 8136) ④

0． 428411
0． 430716

( + 0． 5380% ) ③
0． 428588

( + 0． 0413% ) ④

注:①、②为 LL1与 HH1场景下税后收入基尼系数相比累进税制下的税后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③、④为 LL1与 HH1

场景下税后收入泰尔指数相比累进税制下的税后收入泰尔指数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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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群较少，在收入差距较低情形下仅有 52． 6651%，在收入差距较高情形下仅有 46． 752%，此
时采用十分位法看不出居民收入的变化情况，所以本文采用了累进税制设置下的税收级距对收入进行分组。



( 一) 各收入区间人群的纳税比例与税收累进性变化

由表 2 可以得到不同场景下各收入区间人群的纳税比重与税收累进性的变化。
首先，对于低免税额低税率的组合而言，无论在 LL1 场景还是在 LL2 场景下，2 000 ～ 2 500 元与2 500 ～

4 000元收入区间内的人群纳税比重均较累进税制上升; 7 000 ～ 22 000 元及超过 22 000 元收入区间内的人

群纳税比重均下降; 4 000 ～ 7 000 元收入区间的人群在收入差距较低的 LL1场景下纳税比重降低，在收入差

距较高的 LL2场景下纳税比重升高。这说明累进税改为单一税的 LL 场景下，高收入群体纳税比重总体是下

降的，中低收入组纳税比重上升。进一步，由于纳税比重与累进性直接有关，因此，反映在累进性上，LL1场景

与 LL2场景下的税收累进性大大降低。具体而言，与累进税制下的税收累进性相比，LL1场景下的税收累进

性降低了 12． 5033%，LL2场景下的税收累进性降低了 13． 6939%。
其次，对于高税额高税率的组合而言，2 000 ～ 2 500 元的收入区间都被排除在纳税体系之外，4 000 ～

7 000元收入区间人群的纳税比重均上升; 7 000 ～ 22 000 元及超过 22 000 元收入区间内人群的纳税比重均

下降; 2 500 ～ 4 000元收入区间内人群在收入差距较低的 HH1场景下纳税比重小幅降低，在收入差距较高的

HH2场景下纳税比重小幅升高。反映在累进性上，与累进税制下的税收累进性相比，HH1场景下的税收累进

性反而升高了 4． 7329%，HH2场景下的税收累进性有所降低，但幅度非常小，仅比累进税制降低了0． 4071%。
( 二) 税制改革中的赢者与输者

在税收中性限定下，税制改革将引起各收入阶层的利益变化，直接表现为税后收入比重的变化，由此可

以定义税制改革中的赢者( winner) 与输者( loser) 。与改革前税后收入所占比重相比，改革后税后收入比重

升高的阶层为赢者，税后收入比重下降的阶层为输者。
以税前收入 0 ～ 2 000 元、2 000 ～ 2 500 元、2 500 ～ 4 000 元、4 000 ～ 7 000 元、7 000 ～ 22 000 元、22 000

元以上为收入区间，分别计算出各收入区间在累进税与单一税下税后收入所占的比重，就可以得到改革前后

各收入区间税后收入所占比重的升降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横坐标为各收入区间，纵坐标为各收入区间的税后收入所占比重在单一税下与累进税下之差。为

正说明单一税改革下为赢者，为负则为输者。图 1( 1) 是组内方差为组间方差的 1． 5 倍，代表了收入差距较

低的情形; 图 1( 2) 是组内方差为组间方差的 4 倍，代表了收入差距较高的情形。
图 1( 1) 中，由于 0 ～ 2 000 元收入区间改革前后都不纳税，并且改革前后的税收收入保持中性，因此，其

税后收入比重没有变化。在免税额为 2 000 元、税率为 9． 7783%的 LL1场景下，2 000 ～ 2 500 元( 人数比重为

13． 3939% ) 、2 500 ～ 4 000 元( 人数比重为 25． 1825% ) 区间的个体税后收入比重下降，而 4 000 ～ 7 000 元

( 人数比重为12． 8049% ) 、7 000 ～ 22 000 元( 人数比重为 1． 2837% ) 区间的个体税后收入比重上升。因此，

14． 0886% 的中高及高收入阶层是税制改革的赢者，38． 5764% 的中等收入阶层是输者。在免税额为 2 500
元、税率为 13． 8227%的 HH1 场景下，2 000 ～ 2 500 元的收入区间由于无需纳税导致税后收入比重上升，

2 500 ～ 4 000 元区间税后收入比重微小上升，4 000 ～ 7 000 元区间税后收入比重下降，7 000 ～ 22 000 元区间

税后收入比重上升，依然表现出高收入阶层从税制改革中受益的情形。但是，其税后收入比重上升幅度并不

大，与累进税制相比，在 LL1 与 HH1 场景下，7 000 ～ 22 000 元区间的税后收入分别上升了 3． 4829% 与

1． 0191%。
图 1( 2) 中，同样有 0 ～ 2 000 元收入区间税后收入比重没有变化。在 LL2场景下，2 000 ～ 2 500 元( 人数

比重为9． 2193% ) 、2 500 ～ 4 000 元( 人数比重为 18． 3197% ) 、4 000 ～ 7 000 元( 人数比重为 13． 9015% ) 区间

的人群税后收入比重下降，而 7 000 ～ 22 000 元 ( 人数比重为 4． 3089% ) 、22 000 元以上 ( 人数比重为

0． 0024% ) 区间的税后收入比重上升。在 HH2场景下，2 000 ～ 2 500 元区间的人群由于无需纳税而导致税后

收入比重上升，其余区间的税后收入比重升降方向与 LL2相同，只是幅度有所差别: 2 500 ～ 4 000 元区间下降

更少、4 000 ～ 7 000 元区间下降更多、7 000 ～ 22 000 元区间与 22 000 元以上区间则上升更少。总体上

图 1( 2) 依然表现出中等收入阶层为税制改革的输者、高收入阶层为赢者的情形。
( 三) 税后收入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

累进性仅仅表明了税收的分布状况，赢者与输者也仅是大体描述了税制改革导致的收入比重变化，考察

再分配效应还需要计算税后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
表 2 的结果显示，与累进税制相比，LL 场景下的税后收入基尼系数小幅增大，这表明了其税收再分配效

应有所降低。其原因很明显，根据( 3) 式，再分配效应取决于税收累进性与平均税率，由于我们限定了税收

收入中性，所以税率在累进税制下与单一税下不发生变化，这样再分配效应取决于税收累进性。LL 场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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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收累进性下降，所以，其再分配效应降低。但是，税后收入基尼系数仅升高了 0． 5422% 与0． 5337%，再

分配效应降低的幅度很小。
HH 场景下的状况有所改变。在 HH1场景下，由于其税收累进性高于累进税制下的税收累进性，因此，

其税后收入基尼系数低于后者，显示出在 HH1场景下的税收再分配效应反而高于累进税制的情形。在 HH2

场景下，尽管这种情形未出现，其税后收入基尼系数依然高于累进税制，但是仅仅为 0． 0158%，幅度非常小。
总之，从基尼系数角度看，单一税的再分配效应与累进税制相差很小，在设置较高免税额及较高税率时

甚至还会大于累进税制。
由于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的变化较为敏感，而本文采用( 6) 式计算的泰尔指数对低收入组变化较为敏

感，所以，泰尔指数能够对基尼系数的结论做出补充。由表 2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 LL 场景还是在 HH 场景

下，税后收入泰尔指数都大于累进税制下的该指数，这表明其再分配效应均低于累进税制。但是，HH2 场景

下的税后收入泰尔指数最接近于累进税制下的情形，其升高仅为 0． 0413%。这说明即使从泰尔指数来看，

累进税制调节收入不平等的效果依然能够通过设置较高免税额及较高比例税率来实现。
( 四) 进一步的结果模拟

以上结果是在累进税制到单一税转变前后税收收入保持中性的限定下得到的。当我们放弃税收收入中

性限定之后，模拟计算显示①，在收入差距较低的 A 情形下，免税额为 2 000 元、税率为 11． 124%的单一税设

计方案的税后收入基尼系数与累进税制完全相同，一旦税率超过了 11． 124% 的边界值，单一税的再分配效

应将大于累进 税 制。在 收 入 差 距 较 高 的 B 情 形 下，如 果 免 税 额 为 2 000 元，这 个 税 率 的 临 界 值 将 为

13． 017%。超过该税率，单一税的再分配效应也将大于累进税制。对于 HH 场景下，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税率

临界值。因此，当放弃税收收入中性限定之后，免税额与比例税率适当组合的单一税的再分配效应并不小于

累进税制，相反，再分配效应超过累进税制也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五、结论

本文基于工薪收入分布密度函数，运用 K 指数、基尼系数及泰尔指数模拟分析了单一税的累进性及再

分配效应，得到了两点结论: 第一，保持税收收入不变，在不同场景下，单一税的再分配效应绝大部分是低于

累进税制，但是幅度很小。在免税额与税率的某个组合( HH1 场景) 中，单一税的再分配效应超过了累进税

制。第二，如果放弃税收收入保持不变的限定，无论是在收入差距较低还是较高状态下，通过免税额与比例

税率的适当组合的单一税都能够实现超过累进税制的再分配效应。
本文的结论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制的再分配效应完全可以通过单一税来实现，单一税的改革建

议不仅能够由于其税率的简化而实现效率的提升，而且还能够同时实现公平，应该成为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

的趋向。
当然，本文的模拟仅仅是停留在静态层面，并没有考虑单一税对劳动、储蓄、投资及税收遵从的激励效

应。将这些效应考虑在内、在对微观主体行为模拟的基础上动态地分析单一税的再分配效应是下一步需要

研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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